




摘　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士族”不是“贵族”。中国古代确实经历过贵族政治与 君 主 独 裁 两 个
阶段，但不是从六朝至隋唐五代以前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君主独裁；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贵族政治，秦始
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秦汉至宋元明清都是君主独裁。唐律令非常明确地承认唐代百姓田的私 有 性 质。《唐
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表面上虽有一些土地国有色彩，实际上不改秦汉以来土地私有 的 现 实。隋 唐
五代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契约和唐代西州堰别青苗簿等都充分证明在两税法成立、《唐令·田令》
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租佃 制 已 在 除 农 民 自 耕 外 的 各 种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中 占 主 导 地 位，契 约 租 佃
制十分发达。这证明我国隋唐时期农业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佃农”，也不是“部曲农奴”，而是法律身份自由
的“良人”。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其所论 率 多 削 我 国 隋
















②　宫崎市定的代表作是《东洋的近世》，中 译 文 见 刘 俊 文 主 编：《日 本 学 者 研 究 中 国 史 论 著 选 译》第１卷《通 论》，第１５３ ２４２


























英美的唐宋史学者多接受“唐宋变革”或“唐 宋 转 型”说，但 又 有 所 保 留 或 修 正。如 英 国 学 者 崔 瑞 德（Ｄｅｎｉｓ　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就 认
为：“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并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
切性质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内藤勾画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 发 展 来 说 却 仍 是 站 得 住 脚 的 一
家之言。”（［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 译，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第９页）美国学者包弼德（Ｐｅｔｅｒ　Ｂｏｌ）称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为“内藤假说”，认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在某些
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
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 民’的 兴 起。”（包 弼
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 想 的 变 化 为 主》，《中 国 学 术》第３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００年，第６９ ７２页）郝 若 贝（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Ｈａｒｔｗｅｌ）则把重点放在区域与地方精英研究上，其《７５０ １５５０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一文（原载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２［２］，１９８２年，中译文载单国鉞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５
２４６页）即提出：“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面貌在７５０年到１５５０年之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这段时期的 前 五 百 年，中 国 经
济所发生的量变和质变，亦即通常所说的唐、五代至宋初的人口和农业变革是如此显著，以至有些学者将这一称为经济革命时代，而
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它视为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上述分析显示，内藤湖南关于宋代越趋专 制 这 一 观 点 存 在 着 某 种 悖 论。皇
帝对国内大部分区域的直接行政权威其实是变弱了———本来与３０６个州的通讯渠道减少至只有和１８个省的联系。另一方面，皇帝
相对于宰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 各 方 面，历 史 发 展 以 不 同 的 方 向、






上引内藤湖南文，上述两个问题的论述占了一半以上篇幅。随 后 内 藤 湖 南 还 谈 到 了 选 官 制 度 的 变 化、党 争 性 质 的 变 化、货
币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变化、学术文艺性质的变化等。其中，选官制度的变化，亦属政治体制范围。货币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化、学术文
艺方面的变化等，都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不会产生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
如《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汉高祖 九 年（前１９９）“徙 贵 族 楚 昭、屈、景、怀、齐 田 氏 关 中”（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８６







不是一种固定的可以世袭的法定身份。魏晋隋唐时期的所 谓“士 族”当 时 亦 称 世 族、势 族、冠 族、右
族、令族、世家大族等，但从未被称为“贵族”。士族是与庶族相对的一个群体，由东汉名士发展而来。







































族志》，唐高宗修《姓氏录》的原则，张说一家应为高等士族无疑。但破落士族、谱学家孔至“撰百家类例，以 张 说 等 为 近 世 新 族，剟 去
之”，另一破落士族、谱学家韦述亦支持孔至所为（见《新唐书》卷一九九《孔若思附孔至传》，第５６８５页）。孔 至 据 说 是 南 朝 陈 吏 部 尚





《南史》卷七○《循吏传》说“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艰难”（第１６９５页），认 为 刘 裕 是 庶 族。《宋 书》卷 一《武 帝 纪》（北 京：中 华
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页）所列刘裕先祖世系，说刘裕之父翘为郡功曹，祖父靖官至东安太守，曾祖混官至武原令，若此世系基本可靠，刘
裕似乎勉强还算得上低等士族。然《宋书》卷一《武 帝 纪》又 说 刘 裕“家 贫，有 大 志，不 治 廉 隅”，则 其 父 是 否 为 郡 功 曹，又 不 能 没 有 疑














隋初，高颎为庶族出身⑥，苏 威 则 出 身 士 族 高 门⑦。史 载：“时 高 颎 与 威 同 心 协 赞，政 刑 大 小，无 不 筹
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治。”⑧两人关系就十分融洽。唐初武德年间，庶族出身的魏徵与士族出身的































·刘隗传》载东晋初，刘隗为丹阳尹，兼侍中，“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 所 建。隗 虽 在 外，万 机 秘 密 皆 豫
闻之”（第１８３７页）。可见，刁协与刘隗关系十分密切。
李延寿：《南史》卷七七《茹法亮传》，第１９２９页。





















内藤湖南又说：“南朝亦一样，王氏、谢氏 等 世 家 远 比 天 子 受 人 重 视。”内 藤 此 论 应 该 是 从“王 与






















































祸”，便亲自告发了他的亲弟王逊，导致其亲弟被杀⑦。此类事，谢安后人也发生过。南齐 建 武 五 年
（４９８），齐明帝屠杀宗室十王，南东海太守谢眺岳父王敬则一家忧怖无计，谋拥兵自保，谢安后人谢朓
竟也告发此事，害了王敬则一家⑧。以上事实都说明，南朝时期的头等士族王氏、谢氏，始 终 战 战 兢
兢，如履薄冰似地依附皇权，说他们“远比天子受人重视”，远非事实。
内藤湖南又说：“孟子曾分卿为异姓的卿和贵戚的卿，后者在君主有不当时进谏，君主如果不听














































蒂，这套官僚机构（包括其中的谏官系统）是皇权统治的工具。皇帝 可 以 放 手 让 宰 相 与 大 臣 治 理 国
家，也可以力排众议，独断独行。皇帝对任何既有的政府机构都有兴废之权，对任何臣下都有生杀予
夺之权。许多被内藤断定为宋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情况，如“任 何 人 要 担 任 高 职，亦 不 能 靠 世 家 的 特
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天子一人 所 有，其 他 任 何 大 官 均 不 能 有 全
权，君主绝不将职务的全权委与任何官吏，官吏亦因而不再负起其职务的全部责任”，“不管宰相权力















































且举两个反例。《旧唐书·刘洎传》载：“太 宗 征 辽，令 洎 与 高 士 廉、马 周 留 辅 皇 太 子 定 州 监 国，
……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


































杀大臣，权在皇帝。刘洎虽身为奉命留守 的 宰 相，随 口 说 了 句 大 话，都 难 免 一 死。一 般 地 方 官 倘 若
“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岂不就要被灭族！
































































为一种社会存在还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其 流 风 余 韵 还 要 存 续 一 个 相 当 长 的 时 期。”（唐 长 孺：《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史 三 论》，第３７０





















































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参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 究 所 天 圣
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３８５ ３８９页。
授田的规定，同时又有如何处理各户原有土地的规定。如《唐令·田令》第２条后款规定：“先有永业





















代，最高统治集团持如此明晰的土地产权观点实在难能可贵，它与南 宋 宰 相 贾 似 道 的 强 行 派 买“公
田”适成鲜明对比。凡此等等都说明，不迟于唐前期，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就为政府明确承认，不必待
两税法与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
内藤湖南论述重点放在政治体制分析 方 面，较 少 涉 及 经 济，完 全 未 涉 及 庄 园 制 与 租 佃 制 问 题。
而其弟子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从部曲走向佃户》则把重点放在庄园制与租佃制问题上。其中





































































































































































































而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的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 唐 宋 断 裂 为 两 个 性 质 不 同 的 时
代。”③李济沧则断言“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经历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认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最先从整体上把握并概述了这些变化，指出中国历史经此阶段，开始从



























































但也反映了隋氏罢中正对士族门阀制度衰 亡 的 促 进 作 用。今 人 唐 长 孺 先 生 也 说：“《通 典》卷 一 四《选 举》称：‘自 后 周 以 降，选 无 清
浊。’虽然说的是选举，其实也包括自起家以至官职的区分与升迁。自六条诏书的颁布到六官制的实施，都体现了宇文泰有意在政治
上打破或者削弱士庶区别的态度。……它体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倾向，这就是门阀制趋于消 灭。”见 唐 长 孺：《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史三论》，第１７６ １７８页。
《宋史》《金史》仍常提到“世族”“士族”，见《宋史》卷九、卷一二五、卷三二一、卷三三四；《金史》卷六四、卷一○五、卷一六、卷
一三一等。宋代社会上层很多人婚姻崇尚阀阅，南宋末政府又“初置士籍”（见《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９０８页）。凡 此 等 等，都 是
宋代与唐代一样都仍有门阀现象流风余韵的明证。






















































































































之例。魏晋隋唐山东士族常有“卖婚”之说，其卖婚的对象，应 多 庶 族，这 就 构 成 了 事 实 上 的 士 庶 通
婚。《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亦言及房玄龄、魏徵、李 等复与山东士族婚。从房玄龄、魏徵、李




































士庶不通婚②、胡应麟说“五 代 以 还，不 崇 门 阀”③等，在 未 得 到 实 证 资 料 严 格 检 验 之 前，绝 不 能 信 以
为真。
总而言之，对当前我国唐宋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唐宋变革论”，其首创者仍非以内藤为代表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二四《杂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６８页。沈 括 的 原 话 是，魏 晋 南
北朝隋唐，崔、卢、李、郑等“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沈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
而未看到另一面。实际上，正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二年（６３８）正月乙未条所载，隋唐时期，“山 东 人 士 崔、卢、李、郑 诸 族，好
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第６１３５页），其联姻范围就包括庶族。唐初庶族出身的大臣魏征、李 ，
其子女就与山东士族联姻。说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士庶联姻的情况实际上很常见，只是未为士族高门普遍认同而已。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九《华阳博议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５１５页。
张邦炜语，出自其《“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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